
導讀
性別平等教育論述的發展 

與香港本土研究回顧
蔡寶瓊、陳潔華

© 2012 香港城市大學



xxiv

教
育
的
性
別
視
角—

課
室
與
教
學
實
證
研
究

© 2012 香港城市大學 © 2012 香港城市大學

早期的性別教育平等理念較為簡單，所指的是男女生的入學率、流失率

和學業成就水平是否相若(Ringrose, 2007)。在國家提供全民普及免費教育之

前，女童入學率通常較男童低，反映出大多數社會在父權文化、同時又沒有國

家法規或資源補助下，父母都是選擇把僅有的資源投放在男孩身上。因此，

男女童入學率、流失率和學業成就的相對數字就自然成為性別平等教育狀

況、以至國家「進步」的指標。舉例說，2010年聯合國發佈的《全球教育彙編》

（Global Education Digest 2010），就以「分析各國為每位兒童及年輕人—不

論其性別—提供均等教育的進展及障礙之最新資料」為主題，為的是響應

1995年國際群體在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中所訂下2015年消除各級教育的性別

差距這目標(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2010)。事實上，在貧窮的國家或在國

家的貧困地區，例如中國內地農村，女童的低入學率和高流失率（見「香港滋

根基金會」網頁），在國際人權和平等的大論述下，是一個恆常需要解決的難

題(Blackmore, 2000)。

對香港和其他高國民生產總值的社會來說，達致某一教育水平的免費普

及教育已經實施多年，故此男女就學率早已沒有明顯差距。在這情況下，性別

平等教育所關注的，一方面是教材、教科書是否有刻板化的性別呈現，致使兩

性（尤其是女性）學生在成長中受到既定的性別形象所局限（平等機會委員

會，1999）；另一方面則是較細緻的數字分析—其中較常提及的是女生在各

級理工科的較低參與度，甚至兩性之間出現「文理分隔」狀況(Kershaw, Alicia 

and DeGolyer, 2006)。這些討論隨着不同社會的教育發展步伐，在1980、1990

年代相繼出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方面的討論漸漸從純粹數字上的比

較，深化到較細緻的討論，包括學校生活中的性別身份建構、師生和學生之間

建立的性別層序和性別與知識建構等等。

學校生活中的性別身份建構	

在「文理分隔」方面討論最多的，要算是數學教育中的男女差異。關於這

課題，本書有專文探討（見第3章），這裏不贄。簡言之，論者留意到在數學課

堂中，師生互動往往受到老師自覺或不自覺的性別觀念影響。教師對男女生

抱有不同的態度，學生也就因應老師的期望（對男生較高、女生較低）而調校

自己的參與度，因而影響在數學和其他理科科目的興趣和成就（黃幸美，1995; 

Povey, 1998）。除了教師期望以外，不少學者也留意到學生之間的互動其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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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的性別差異，而這差異也影響着學生在數理科的投入。這個觀察讓我

們看到，學生本來就帶着社會的性別烙印走進學校；不單如此，他們還時刻主

動地在社群生活中體現和建立自己的性別身份和氣質，而這個過程與不同學

科的學習—參與或投入的程度、學習的模式、學習的要求和滿足感等—

都息息相關(Letts, 2001; Staberg, 1994; Forgasz and Leder, 1996; Chapman, 2001)。

學生在學校生活中建立性別身份和氣質這個觀察，大大提升了我們對

性別平等教育的理解。從關注男女童就學率、教師期望、課本的性別刻板

化等，到探討學生的男性或女性氣質建構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ies and/or 

femininities)—這裏牽涉到一個重要的論述轉變。簡言之，在新的論述中，學

生由一個被動的、受塑造（或受「社化」socialize）的客體，變成一個積極建立

自己身份—尤其是性別身份—的主體；這個主體的建立過程流動多變，

因而各人的性別氣質也有多元表現的可能(Taylor, 2004; Skelton, 2001; Keddie, 

2006)。有了這個論述的改變，性別平等教育的分析也就不能停留在靜態的政

策規劃（入學率、課程或教材檢討等）層面，而要時刻留意學校生活，尤其是

師生之間及同學之間互動過程的性別意涵。要做到這點，教育研究者和教師，

也就非要具備敏銳的性別觸覺不可(Houston, 1994)。同時，也需要對社會既定

的性別框架持有批判的角度，否則就不能給予個體（包括學生和教師）一個寬

闊自由的空間，容讓他們建立獨特的性別身份(Keddie, 2006, 2010; Martino et. 

al., 2004)。

師生與學生之間建立的性別層序	

所謂「性別觸覺」，就是覺察到性別關係原來是處於特定社會結構中的。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非隨機出現，而是在一些持久的、有系統的模式下進行

（Connell, 2002、劉泗翰譯，2004，頁90）。舉一個例子，本書編者之一陳潔華

曾在她的一項研究中發現，性別層序(gendered hierarchy)是學校其中一個重要

的人際關係模式。這個性別層序支持着一套男性中心價值觀和假設，因此在

研究個案中，銳意引進改革的校長喜歡聘請年輕、單身女教師，因為她們的青

春活力能為學校提供密集的勞動力。她們被認為是沒有「家庭負累」，因此也

可以為學校做超時工作。不過，一旦女教師結婚，尤其是生孩子後，學校就對

她們不再信任，她們也就升遷無望。相反，婚姻和生兒育女對男性教師的升遷

卻毫無影響。陳潔華進一步指出：這個模式高舉某一種男子氣質—擔負起



xxvi

教
育
的
性
別
視
角—

課
室
與
教
學
實
證
研
究

© 2012 香港城市大學 © 2012 香港城市大學

「養妻活兒」的角色、但不參與照顧孩子或做家務。在這種氣質要求下，已婚

而有兒女的男教師就能夠高踞管理領導層的位置。不過，並非所有男性教師都

認同這種男子氣質；相反，有個別男教師覺得受到這種男子氣質所局限，與家

庭相處時間不足，因而感到遺憾(Chan, K. W. A., 2004a)。

性別並非是塑造社會結構和關係的唯一因素，它往往結合階級、種族等

其他層序性質的因素而產生影響。在另一項研究中，陳潔華比較就讀於教會

「名校」與第四、五組別「屋邨學校」的女生，發現後者無論在學業或個人自

由方面都較前者受到更大的限制。就算是名校的女生，來自勞工階層的少數也

感覺到更大的壓抑，與出身中上階層的女生那種自由自在的感覺有天壤之別

(Chan, K. W. A., 2004b)。此外，潘宇軒和蘇欽華分別在低與高階級位置和成績

組別的學生群體中作深入研究，也發現階級因素在男性及女性氣質建構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潘宇軒  2008；蘇欽華  2011）。

建立多元性別身份的空間	  

教育工作者如果具有性別觸覺的話，對學校生活中的社會結構及其種種

限制和不公，就能較容易覺察和作出批判，從而讓個別學生或其他學校成員

享有更大的空間和自由。2000年4月，台灣屏東一位具陰柔氣質的國中（初中）

男生葉永鋕在學校的意外身亡，引起婦女、人權、教育及同志平權等團體對學

校欺凌—尤其是針對不符合主流男性陽剛氣概的男孩的欺凌和暴力—的

關注。結果，當時正在討論的《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其後於20 04年以《性

別平等教育法》之名通過（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成員，2006）。法例的易名，

顯示出性別平等教育論述的一大轉變—從兩性的平等待遇，到性別氣質、

定位和身份等多元和流動的可能和限制。用蕭昭君的話說，「葉永鋕的苦難打

開了許多教育工作者的性別視野，從此，多元性別特質以及性別暴力，成為教

育工作者必須正眼凝視的現實」（蕭昭君，2006，頁12）。

其實，男生之間由厭惡女性化氣質(misogyny)和恐同(homophobia)出發的欺

凌以至暴力，在不同社會中都十分普遍，甚至教師自己也會間接鼓勵或甚至參

與其中。英國研究者Mac an Ghaill在一所公立中學為期三年的參與式研究，詳

述男子氣概的塑造，是如何建築在排斥和貶抑女性和恐同的行為和態度之上

(Mac an Ghaill, 1994)。他的發現，其後也得到其他英國研究者的支持(Ep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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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2001; Renold, 2004)。同樣的觀察，也曾出現在澳洲(Connell, 1989; Martino, 

2001)和美國(Sadker and Sadker, 2002)的研究之中。這幾個英語國家的研究都指

出，社會上佔支配性(hegemonic)位置的男子氣質其實有它脆弱和不穩定的一

面—個別男生需要不斷努力去壓抑自己被認為是「女性化」或有同性戀之嫌

的表現和情感，而在這過程中，不少男生都感受到焦慮、不安和甚至自我否定

(Renold, 2004)。至於女生，則感受到學業和性別身份認同方面的種種壓抑（李

泳萱，2008；Chan, K. W. A., 2004b）。

研究學校生活中男性氣質建構出現的同時，不少社會也冒升了「男生失

利」的恐慌。在英國、美國、澳洲、以至中國城市和香港等社會，在普及教育

進行後不久，就有人提出男生在學業上被女生超越了這個「可怕」的狀況。其

實，這個恐慌是誇大了—教育的實況並非如此，而且，在就業和社會地位指

標上，女性依然不及男性(Weiner et al., 1997; Taylor, 2004; Skelton, 1998, 2001; 

Francis, 2000; Warrington and Younger, 2000)。恐慌的出現反映着教育作為男性

專利的慣性看法是多麼根深柢固，以至一旦整體女生成績不再落後於男生，

社會上就出現不安。當然，這種不安也是源自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經濟及就業

結構的重大改變，以至大量男性—尤其是勞工階層的男性—失業或工

作不隱定，因而影響他們的男性形象(Mahony, 1998)。在「男生失利」的恐慌

下，個別社會還實施一些「善待男生」(boy-friendly)的教育政策，俾能扭轉男

生在學業上的「劣勢」。學者在分析這些政策時，發現它們都建基於一些未

經思考的性別二元假設之上，誤認男性和女性氣質本質上不同(essentializing 

differences)，因而重新跌進性別刻板化的陷阱，對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展帶來負

面的影響(Skelton, 2002; Martino et al., 2004)。

有見及此，有學者提出教師的基礎教育知識，應要包含對主流男性和女

性氣質建構及其生活實踐的質疑(Martino et al., 2004)。教師如果能夠多點掌

握性別和社會建構的實證研究，他們也就能夠批判和反省學校生活中的性別

層序和不公，然後才能夠以教育作為轉化社會不公的手段。具體來說，教師可

以引導男女生去超越狹隘的主流性別氣質和身份，讓個別學生能享有安全和

寬裕的空間，探索和建立自己的性別身份 (Keddie, 2006; 2010)。學者Bronwyn 

Davis更倡議教師和學生培育「批判的基本能力」(critical literacy)，覺察語言是

建構二元性別觀的中介—我們（包括年幼、剛學會使用語言的孩子）通過

日常的語言使用，不斷鞏固及維持具支配性質的男女界限和層序（例如：「理

智的男性」比較「物質（和感性）」的女性來得優秀），並且由此構築個人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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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欲望和內心的知見（例如：「我是一個太肥胖、不好看的女孩」）。通過提

升學生對語言慣常建立二元定位的覺察力（男/女、心智/物質、異性戀 /同性

戀、等等），學生（以及教師）會發現世界原來並非只能有參照支配論述建構

的一種「現實」，而是可以存在着多元聲音和觀點的。隨着「批判的基本能力」

和「社會認知」的發展，教育也才能夠成為超越不公義現實的手段，從而開拓

各種新的可能(Davis, 1997)。

性別與知識建構	

上文提到，從1980及1990年代對「文理分隔」現象的觀察開始，學界的討

論逐漸深化。除了課堂互動和師生關係、以及由此引起有關性別身份的研究

外，另一個方向的發展，是剖析數理科的知識建構。這些研究的出發點，是科

學知識並非獨立於社會文化而存在；相反，科學知識的建構是在特定的歷史

文化時空中進行的，因此它必然帶着那個時代的文化烙印。不少科學知識的性

別政治(gender politics of science)研究者（蔡麗玲、王秀雲、吳嘉苓，2007）指出，

在17世紀歐洲「啟蒙時代」，與現代科學同時出現的，是新資本主義社會形態

下的性別氣質重構。當社會上出現支配性的新中產階級男性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理性、客觀、獨立、抽象思考等）—亦即是在日益擴大的「公共

空間」（市場、民族國家）所標榜的特質時，這些特質也就成為塑造現代科學

知識的元素。相反，「感性、感情用事、彼此關連」（蔡麗玲、王秀雲、吳嘉苓，

2007，頁206）和小器、眼光短淺等，就被想像為普遍女性—躲在日漸縮小和

私密化的「私有空間」（中產階級核心化的家庭）的女兒和妻子—所擁有的

特質。在科學論述和性別論述互相糾纏發展的情況下，科學也就成為男性壟

斷的場域，而大部分女性也被排斥在外了（蔡麗玲,  2003）。

既然現代科學的形塑與這個歷史時空標榜的男性氣質緊密相連，「科學

超然、中立和客觀的知識探求」就只是一份迷思。Evelyn Fox Keller分析啟蒙

時期的文獻，指出這時期的科學論述充斥着性別隱喻：「自然」(nature)被等同

女性，「心識」(mind)等同男性。因此，這時期的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既會

用「小心翼翼地求愛」，以誘使「她」（自然）披露「她」的秘密，同時又說「人」

（男性）可以「把自然放在拷問刑具上」，或「強攻她的防禦和堡壘」，以掠取

自然的隱秘。從這時期開始，自然的秘密遂從神祗的不可知的奧秘，變成既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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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聖意味、也缺乏主體性的客體。Keller重申，要理解這個論述上的轉化，就

非要明白性別隱喻的引入不可(Keller, 1992, 2001重印)。

自從Susan Harding提出從「科學裏的女人問題」(the woman question in 

science)過渡到「女性主義裏的科學問題」(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這個

範式轉移後，不少學者分析了科學知識的性別意涵，發掘出其中的性別偏差

（蔡麗玲、王秀雲、吳嘉苓，2007，頁206）。舉例說，人類學家Emily Martin分

析1980年代的生物學及醫學教科書，發現它們不斷複製刻板化的性別印象，

例如「把精子描繪成勇往直前的戰士，卵子則是笨重和被動地等待那個最勇

猛的精子的她」。此外，描繪女性的生殖系統所用的詞彙也十分負面，而且女

性生物現象與生殖系統被描繪成只有懷孕生育的單一目標（例如月經不過是

「懷孕失敗」的結果）。Martin又發現，到了199 0年代，這方面的寫作有了新

發展，表面上賦予卵子較大的主動能力，但卻是「從原來被動的公主，演變成

『捕捉、束縛』精子的壞女人」（Martin, 1991, 顧彩璇譯，2004）。

在數學方面，有學者指出，數學是「男性尋求操控的幻想；在數學表現

得最清晰的理性之途，其實是走向全面操控一個可計算的宇宙之道」（Povey, 

1998，引述Walkerdine語，筆者譯）。此外，蔡麗玲研究台灣高等院校的物理教

學，發現物理學建基於狄卡兒Rene Descartes式的化約主義(reductionism)，而且

物理學自詡為各門自然科學之中化約層次最高的，因此也是最精英的學科。在

台灣的當地文化脈絡中，這種學科論述結合着性別論述，因此被視為感性和

專注務實的女性，也就被斷定為不會具有足夠能力掌握這門化約層次極高、極

抽象的學科。這些想法清晰地表現於物理教學中，影響着學生的學科身份建

構和科學生涯選擇（Tsai, 2004）。

香港有關性別平等教育的研究和論述發展
1
  

與西方和台灣比較，香港性別平等教育研究與論述方面發展則顯得較

為遲緩和有限。回顧1985至2009年這二十多年間香港在性別與教育方面的研

	 1.	 本節資料承蒙林藹陽小姐幫忙搜集，許佩琳小姐校正，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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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大部分仍然是男女差異的比較和描述。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兩個面向—

第一類是有關兩性教育參與的歷史變化（Post, 1993, 1994; Post and Pong, 1991; 

Westwood et al., 1995；蔡寶瓊，2004; Mak, 2009）、科目的男女分隔（敖恆宇，

1990; Wong, 1993；蔡寶瓊，2004），以至擇業及薪酬方面的性別差異（Chan and 

Cheung, 2001；蔡寶瓊，2004; Mak and Chung, 1997；敖恆宇，1989）等。這些研

究發現，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學業機會和成就方面男女的隔閡已大大舒緩，

而且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大學研究院以下各階段的入學率上，女生已稍稍

超過男生，但從中學至大學都仍在選科上有明顯的男女差異。另一方面，女性

的教育參與率雖已大大提升，但在就業市場中，女性的參與和薪酬、以及整體

社經地位仍然遜於男性(Mak and Chung, 1997; Chan and Cheung, 2001; 敖恆宇，

1989）。這類歷史性和宏觀的數據比較，對我們了解兩性的教育機會及參與狀

況發展尤其重要。

然而，現時數量最多的性別與教育研究則是一類描繪男女在認知能力、

學習動機、學習成就、對自我能力和智能的評價等有否差異的研究。其中有研

究指出兩性在這些方面並無顯著差異（Chan et al., 2007; Chan et al., 2008; Chan, 

2001; Aunio et al., 2004)，但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指出，女生在閱讀方面佔優勢，

而男生有讀寫障礙的機率較女生高  (Tse, et al., 2006; Chan et al., 2007; Chan et 

al., 2008)。此外，學者亦有研究數理科成績的男女差異，有發現兩性並無差異

的  (Wang, 2006; Cheung, 1989; Mak 2009)，有指男優於女的  (Salili and Lai, 2003; 

Griffin and Mok, 1990; Brimer and Griffin, 1985; Holbrook, 1990a, 1990b)，也亦有

指出兩性各有所長的，例如男生擅長選擇題及幾何學；而女生則於問答題及

代數表現出色  (Liu and Wilson 2009; Mak, 2009 引Yip et al. 2004; Tse et al, 2006 

引HKPISA Centre, HKIER, CUHK 2005; Law, 1997; Ma, 1995; Cheung, 1989)。  但

有學者卻將此演繹成—男生擅於較高程度的認知科學(Cheung, 1989)，而女

生只是於相對容易的範疇取得好成績(Liu and Wilson 2009)。

這類男女差異研究固然能夠為我們提供對現況的基本認識。不過，如果

只停留於數據比較的話，對現況的了解就不夠深入和全面。舉例說，我們知道

男女生在數理科成績方面存在差異，但不去探索數理科的教學過程和數理科

的知識建構，我們就無從深究兩性差異的來源，更遑論去發現及批判數理知

識蘊含的性別偏差。不單如此，這類只停留於表面數據分析的研究有時甚至

會鞏固既有的性別定型偏見。事實上，很多本土學者一如早期西方學者一樣，

不自覺地從「女性匱乏模式」(female deficiency model)出發去界定研究問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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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現了很多有關男優於女的數理科的研究，而很少有關女生比較出色的語

文科研究。此外，學者不單不去質疑既有的性別定型框架，反而將未經斟酌的

偏見用於數據詮釋上。最明顯的例子，是學者在解釋女生成績優於男生時，強

調女生因為渴望取得佳績，加上勤奮及自律，使她們在香港這個「考試為本」

的制度下突圍而出；並以此與男生着重解難的過程、批判思考及高階思維作強

烈的對比(Wong et al., 2002; Salili and Lai, 2003)。似乎香港學者需要深入反省

潛藏於社會意識中有關教育、學習與男女氣質的種種假設(Walkerdine, 1989; 

Weiner et al., 1997)，才能對性別平等教育研究作進一步的貢獻。

可幸的是，同樣是數據收集和分析，但對性別平等教育狀況提供更深入

了解的研究還是有的。平機會和本土學者曾就教材、教科書是否有刻板化的

性別呈現進行研究（平等機會委員會，2000a; Au, 1993; Chan, H. N. A. and Law, 

2004; 游黎麗玲、陸鴻基，1988）。此外，早年有學者指出兩性對其性別均有高

度的認同感，性別認同及定型會隨年齡增強 (Cheung F., 1986) ；差不多20年後

香港青少年的個性、行為及看法仍有明顯的性別區分及受兩性刻板化定型的

影響(Law and Chan, 2003)。此外，研究也指出，青少年視男性氣質比女性氣質

優勝(Cheung, 1986)，而對女性氣質的想像於近年更形僵化(平機會，2000b)；另

有學者指出，青少男對性別氣質的定義較固定及缺乏彈性，對性別多樣化，如

同性戀、跨性別的接受程度低於青少女(Kan et al., 2009; Winter et al., 2008)。

男女學生對家庭的性別分工亦持不同的看法。有調查顯示，學生早於小

學時期就意識到家庭角色的性別分工，例如男女生均期望由丈夫擔當家庭的

經濟支柱，而女性則較適合照顧子女、即使外出工作亦應以家庭為重(Law and 

Chan, 2003；平機會，2000b)。平機會調查指出，女生普遍接受兩性於家庭上有

比較平等的分工，男生則傾向抗拒，例如對「男孩應接受家務、家事常識和孩

童護理的訓練」及「女兒及兒子應該平均分擔家務」等建議，女生多表示支

持，而男生則認為「難以想像」，可見男女生在此存在分歧(平機會，2000b)。但

至於為何性別定型的認同會隨年齡增強、學生會視男性氣質比女性氣質優勝

等問題，實須進一步研究。

在性別平等教育狀況研究方面

另一可喜的發展是，近年陸續出現深入探討學校作為建構性別氣質場

域 (site)的質性研究，包括深度訪談和多元方法 (multi-method)的族誌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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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ography)等。上面提過陳潔華有關教師如何受學校性別層序影響(Chan, K. 

W. A., 2004a)以及階級如何模塑女生性別氣質的研究(Chan, K. W. A., 2004b)，

也提及潘宇軒和蘇欽華各自針對不同階級的男、女生氣質的研究（潘宇軒，

2008；蘇欽華，2011）。除此之外，也有研究女生如何建構女性氣質(Wong, 

1995; Kwok, 2003; 李泳萱，2008）、‘tomboy’和跨性別學生在學校的成長(Tong, 

2001; Cheng, 2004)、英文科教學的性別面向(Au, 2004; Lee, 2007; Lui, 2009)、和

課室情景中的性別化互動等(Chen, 2006; Kwok, 2003; 胡瀞文，2003）。我們留

意到這些較深入和全面的性別身份建構和課堂研究，大部分是研究生（其中

甚至有本科生）所做的，說明年輕學人果然較能站在學術發展的前端，不受既

有框框左右。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這個概念，在西方和台灣等地經歷了不同階段的演變，

其涵義也不斷在發展。最早期—也是最基本—的意思是男女兩性享有均

等的教育機會，當時論者對教育成果均等的關注，也使教材和教科書是否強

化兩性刻板形象一類課題成為討論焦點。繼而，普遍出現的性別「文理分隔」

現象，促進了性別如何影響課堂師生互動、教師性別偏見等觀察，也啟發了科

學知識建構與支配性男性氣質之間互塑關係等課題的研究。到了最近十年，

性別平等教育研究的一項重要進展，是學校生活中個人性別身份的建構以及

社會主導的二元性別層序對此的限制和壓抑。舉例說，台灣於20 04年通  過的

《性別平等教育法》，就包括保障不同性別或性別傾向學生的公平教育待遇、

以至懷孕學生的受教權等條款（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四條），積極地體現了

多元性別身份的包容。

在這些種種研究的啟發下，性別平等教育應包括什麼呢？香港可以如何

推動這方面的工作呢？我們想，首要的是教育決策者和教育工作者必須具備

對學校生活和教育內涵的性別觸覺。這份觸覺使我們覺察到社會上的性別框

架如何結合階級、種族等其他社會層序，壓抑或限制個人成長，也影響甚至扭

曲人際關係。性別觸覺也使我們留意到，蘊含於教材和教科書中種種偏差的

性別訊息，進一步更理解到知識的社會文化—包括男性中心的文化—的

深刻烙印，因而在傳遞知識的過程之中，會對此作出反省和批判。除了教學過

程的改革外，性別平等教育也需要政策層面的支持和引導，以便確立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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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論述，開發和保障性別平等教育所需的資源。總的來說，性別平等教育是

反省和批判的教育。它的實踐，可以發揮教育的轉化(transformative)功能—既

在個人層次啟發思考，也在宏觀層次上，致力建立更公義的社會(hooks, 1994; 

Keddie, 2006; Davis, 1997)。這也是我們出版這本書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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